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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权力变化与美国公众对

“中国威胁”的认知∗

庞　 琴

　 　 【内容提要】 　 权力变化引起国际冲突的因果机制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研

究中的热点。 现有研究较少从心理学特别是威胁认知的角度探讨该问题。 以当前中

美关系为案例，通过对美国公众的调查数据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

发现：第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长通过影响美国民众对本国未来经济走势的信

心以及对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的判断这两种途径作用于他们的“中国威胁”认

知，其中对“冲突可能性的判断”具有更为明显的中介作用。 第二，在中美两国目前的

权力对比格局下，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上升引发美国原有“温和派”特别是产业资本

阶层和军事接触派的“中国威胁”认知快速上升，其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原来的“强硬

派”即产业劳动力阶层和军事遏制派，导致原先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差距缩

小，两派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同质性迅速加强并形成共识，成为支持美国政府对华强

硬政策的社会心理基础。 上述发现拓展了威胁认知以及权力转移导致冲突的心理动

因理论，对解释中美关系的当前变化和未来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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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问题及意义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中美之间的摩擦加剧，有关权力转移（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如何影响国际冲突的问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界的普遍关注，成为当前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中的热点。 然而，尽管现有文献①特别是权力转移理论②用大量经验事实证

明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的确存在时间上的高度重叠，③但是未能很好地解决两个关键

问题：第一，权力转移导致大国冲突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 亚伯拉默·奥甘斯基

（Ａｂｒａｍｏ Ｆ． Ｋ． Ｏｒｇａｎｓｋｉ）认为这是由于主导国（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ｗｅｒ）作为国际秩序统治

者，通过操纵秩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崛起国（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利益受损并心生不

满，因此意欲挑战现有国际秩序。④ 但是，这种论点受到广泛质疑：一方面，如果崛起

国能够迅速发展，它明显受惠于现有秩序，应该是对现状满意的既得利益者；⑤另一方

面，现有研究也发现主导国通过操纵现有秩序，不平等地分配公共产品，奖励盟友并惩

罚敌对国家的能力相当有限。⑥ 第二，为什么两国冲突集中在权力持平（ｐｏｗｅｒ ｐａｒｉｔｙ）

期间爆发？ 奥根斯基认为这是因为崛起国和主导国都希望抓住权力平衡的最后时刻

争取最有利的结果。 但是这个观点同样受到质疑，为什么主导国非要愚蠢地等到双方

权力已经接近的时候才发动攻击而不是采取预防性战争（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ｗａｒ）的手段？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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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派别都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参见 Ａｂｒａｍｏ Ｆ． Ｋ． Ｏｒｇａｎｓｋｉ，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Ｋｎｏｐｆ， １９５８；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７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ｋｉ， Ｌｏｎｇ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Ｃ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Ａｌｂｅｒｔ Ｂｅｒｇｅｓｅｎ， ｅｄ．，
Ｃ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ｓ： Ｓａｇｅ， １９８３， ｐｐ．９３－１１６。

自奥甘斯基 １９５８ 年出版《世界政治》一书奠定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以来，该理论历经至少三代学者的发

展，已经成为一系列的相关理论。 对于该理论体系发展的介绍，参见朱锋：《“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

义？》，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２４—４２ 页；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Ｄｉｃｉｃｃｏ ａｎｄ Ｊａｃｋ Ｌｅｖ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Ｓｈｉｆｔ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３，
Ｎｏ．６， １９９９， ｐｐ．６９４－６９５。

Ａｂｒａｍｏ Ｆ． Ｋ． Ｏｒｇａ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Ｊａｃｅｋ Ｋｕｇｌ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 Ｌｅｄｇｅｒ，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
Ａｂｒａｍｏ Ｆ． Ｋ． Ｏｒｇａｎｓｋｉ，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５８．
Ｊｏｈｎ Ｒ． Ｏｎｅａｌ， Ｉｎｄｒａ ｄｅ Ｓｏｙｓａ ａｎｄ ＹｏｎｇＨｅｅ Ｐａｒｋ， “Ｂｕ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ｒｅ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Ｌｅｍｋｅ ａｎｄ Ｒｅ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４， １９９８， ｐ．５１７．
Ｍａｒｇｉｔ Ｂｕｓｓ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Ｒ． Ｏｎｅａｌ， “Ｄｏ Ｈｅｇｅｍｏｎ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Ｇｏｏｄ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１， ２００７， ｐｐ．８８－１１１．
对该问题的讨论，可参见 Ｊａｃｋ Ｌｅｖｙ，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１， １９８７， ｐｐ．８２－１０７；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Ｗａｒ： Ａｒ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 Ｍｏｒ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２， １９９２， ｐｐ．２３５－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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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为什么崛起国不耐心地等到自己处于权力的优势地位才发动战争，而要在权力

过渡时期就采取冒险行为？ 上述两个问题紧密关联，两者的解决都需要厘清权力转移

究竟通过什么因果动力机制影响国家采取冲突性政策这个根本性问题。

然而现有文献却主要侧重于研究权力转移引起冲突的结构性条件，如在国际体系

层面探讨国际（区域）结构如何影响权力变化与冲突之间的关系，①崛起国和主导国在

国际体系中各自的同盟是否存在均势（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ａｒｉｔｙ）对冲突发生的概率有无显著影

响等；②在国家层面，如霸权国的相对实力变化周期（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即自身

实力处于上升或者下降阶段将如何影响冲突发生的概率、③崛起国对国际秩序的满意

程度及其实力增长速度如何影响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等。④ 现有文献较少系统考察权

力转移引起冲突的内在因果动力机制，特别是从心理机制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由于威胁认知是影响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是否支持对竞争对手采取攻击性或侵略性

政策的关键性心理因素，⑤是政治心理学中研究冲突的一个核心变量，⑥因此本研究探

讨崛起国的实力快速上升如何系统地影响主导国的决策者和民众对于对方的威胁认

知，研究结果将会促进现有理论的创新。

中美两国权力对比的变化为本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案例。⑦ 虽然中美两国尚

未出现权力转移的态势，但是 ２０１８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已经接近美国的

７０％，趋近 ８０％的权力持平标准。⑧ 当前，针对美国公众的大样本抽样调查使得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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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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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ｍｋ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Ｗｏｏｓａｎｇ Ｋｉｍ， “Ｐｏｗｅｒ，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ｒｓ， １８１６－１９７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２， １９８９， ｐｐ．２５５－２７３； Ｗｏｏｓａｎｇ Ｋｉｍ，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Ｗａ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４， １９９１， ｐｐ．８３３－８５０； Ｗｏｏｓａｎｇ Ｋｉｍ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Ｄ． Ｍｏｒｒｏｗ， “Ｗｈｅｎ Ｄｏ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Ｗａ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４， １９９２， ｐｐ．８９６－９２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 Ｄｏｒ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ｓ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４， Ｎｏ．４， １９８０， ｐｐ．９４７－９６５．

Ｂｅｎｓｏｎ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Ｗ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３， ２００７， ｐｐ．２７１－２８８； Ｓｏｂｅｋ Ｄａｖｉｄ ａｎｄ Ｊｅｒｅｍｙ Ｗｅｌｌｓ，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Ｌｉａｉｓｏｎｓ： Ｄｙａｄ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ｅ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ｒｓ，”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４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３， ｐｐ．６９－９２；
Ｓｕｓａｎ Ｇ．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Ｄｏ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２， Ｎｏ．９，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９０５－１９３１．

Ｌｅｏｎｉｅ Ｈｕｄｄｙ， ｅｔ 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３， ２００５， ｐｐ．５９３－６０８．

Ｓｔｅｉｎ Ｊａｎｉｃｅ Ｇｒｏｓ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ｅｏｎｉｅ Ｈｕｄｄｙ， Ｄａｖｉｄ Ｏ． Ｓ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Ｊａｃｋ Ｓ． Ｌｅｖｙ， ｅｄｓ．，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的权力增长并不是导致美国公众产生“中国威胁”认知的唯一原因，美国媒体对中国

非客观甚至是妖魔化叙事以及部分美国民众的反共意识形态是造成美国公众“中国威胁”认知的重要因素。
８０％的权力持平标准来自 Ａｂｒａｍｏ Ｆ． Ｋ． Ｏｒｇａ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Ｊａｃｅｋ Ｋｕｇｌ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 Ｌｅｄｇｅｒ， １９８０。 根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ＰＰＰ）作为计算标准的排行榜上，中国 ２０１４ 年已超过美国。



认知的研究可以基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一手数据而不是历史个案。 本研究将从个体

层面系统考察美国民众对于中美两国权力变化的认知如何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威胁认

知。 当前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变化如中国的区

域制度建设（如“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美国的挑战以及双边的战略

和经济冲突等，①而较少系统地研究美国社会对于中国快速发展的威胁认知并探讨其

政策影响。 即使在现有为数不多的美国对华公众舆论的研究中，其侧重点是描述美国

公众对华态度的现状和趋势②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如意识形态、党派和教育程度等。③

而且相关研究多数成文于 ２０１４ 年以前，美国公众舆论普遍将中国视为迅速崛起的大

国。 但是，２０１４ 年之后，美国民众越来越倾向于用“竞争者”的视角看待中国。 另外，

现有研究鲜有从动态角度系统分析中美权力对比的变化如何影响对“中国威胁”的认

知，也较少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解释研究发现。

美国作为采取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国家，民意对政策走向形成巨大压力，是政府对

外政策合法性的来源。④ 近年的研究表明，“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威胁”

已经成为美国公众对华舆论的焦点。 ２０１９ 年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美国公众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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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负面态度的人数几乎达到两国建交以来的最高点，①美国社会甚至还出现了新形式

的麦卡锡主义以及各种“恐中”和“反中”思潮。② 更值得忧虑的是，对“中国威胁”的

认知在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与经济精英阶层（包括原来意见差异较大的共和党

和民主党之间）开始形成共识，成为推动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经济政策的重要政治

基础。③

本研究通过分析美国芝加哥委员会于 ２０１６ 年对全美超过 ２０００ 名公众所做的有

关“中国威胁”认知的调查数据，意图回答以下问题：（１）中美两国权力对比的变化通

过哪些心理机制引起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变化？ （２）哪些群体对此种威胁

认知上升得最快？ （３）美国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对“中国威胁”认知为什么在近期

会趋于同质化并形成共识？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更好地解释美国社会对“中国威

胁”认知的变化趋势，同时拓展现有有关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以及中国快速发展对中

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理论。 此外，考虑到中美两国目前在经贸、外交甚至文化领域的冲

突，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把握当前美国政府对华态度的走势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并阐述本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

二部分明确界定两个关键变量：权力和威胁认知的概念及内涵；第三部分阐释本文的

理论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说明研究数据的来源及方法；第五部分描述研究结果；第六

部分对结果进行讨论并总结。

二　 主要变量的概念和内涵

（一）权力

权力是本研究的自变量。 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权力”存在诸多定义。

为了使本研究更清晰，本文首先对其进行界定。 现有文献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定义并测

量权力。 第一，效果。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Ｄａｈｌ）认为权力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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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Ｃｈｉｎａ， Ｇａｌｌｕｐ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ｇａｌｌｕｐ．ｃｏｍ ／ ｐｏｌｌ ／ １６２７ ／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ｐｘ，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赵梅：《警惕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沉渣泛起》，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第 ６—７ 页。
虽然也有学者对美国精英是否对中国存在威胁共识有异议，但主流分析认为共识已经形成。 参见 Ｋｕｒｔ Ｍ．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Ｅｌｙ Ｒａｔｎ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 Ｈｏｗ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Ｄｅｆｉ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９７， Ｎｏ．２， ２０１８， ｐｐ．６０－７０； Ｚｏｅ Ｌｅｕ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ｅｐｐ，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Ｔｉｍｅ ｔｏ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７，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ｔｉｍｅ－ｔｏ－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ｃｈｉｎａ ／ ，访
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力者 Ａ 能够让受力者 Ｂ 去做 Ａ 希望而 Ｂ 本身不愿意的事情的一种能力”。① 因此，权

力可以通过受力者 Ｂ 的行为变化程度来衡量。② Ｂ 可观察到的实际行为变化越大，Ａ

的权力就越大。 第二，结构。 这种定义方式通过人类组织或者制度中的“不对称结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来定义权力，简言之，权力来源于个体在社会结构或组织中与

其他人之间不对称的地位或者关系。 相应地，权力通过非对称性的地位差异，比如相

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程度来衡量。③ 第三，资源。 这种定义方式认为权力

就是一个行为体可以用来改变另一个行为体的行为、信念以及态度的所有资源的总

和。④ 相应地，权力的衡量指标是一个行为体（国家）可以利用的所有有形和无形的资

源，包括经济资源和军事能力。

本研究采用上述第三种方式定义权力。 因此，权力在下文中可以与实力一词通

用，而两国权力对比在本研究中是指两国在权力资源或者说实力上的差距。 权力对比

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当前权力地位———对方国家与本国相比目前其权力更强还是更

弱；二是权力变化趋势———对方国家的权力相对于本国来说是增长（对方的增长速度

更快）或是衰落（对方的增长速度较慢）。 这两个维度均显著影响个体对于所比较国

家的威胁判断。 此外，探讨权力变化与国际冲突的文献一般强调军事实力，而本研究

的权力侧重于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 关于经济实力的重要性，如奥甘斯基所言，大国

之间因为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不平衡所带来的经济资源积累的差异，虽不是最为直观的

权力变化的表现，却是引起国家间关系变化中的最根本因素。⑤

（二）威胁认知

威胁认知是指个体对另一个体或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有意图或能力对自己或所属

群体造成负面影响的一种整体性判断。⑥ 根据被威胁对象的层次划分，威胁一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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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针对个体和群体（国家）两种。 依据被威胁的领域划分，威胁可以分为两种：第

一，物质威胁，即对个体人身安全和物质财富或者国家的领土安全、经济和军事力量等

方面的威胁。 第二，精神威胁，即对个体或者群体所持有的价值观、道德标准和信念等

方面的威胁。 在国际政治领域，有关威胁认知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政治精英（领

袖）对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危机如战争等威胁情境的认知，①本质上是国家层面的安全

威胁认知。 本研究的威胁认知则主要涵盖个体层面对他国的物质威胁认知，具体地

说，美国社会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对美国的“经济 ／军事威胁”。

个体的威胁认知有三个维度与是否支持政府采取攻击性政策相关。 第一，威胁认

知的强度，即个体判断某个威胁是否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 在面临严重威胁时，个

体或群体往往容易产生强烈的认知偏见，将所有错误归咎于敌人，②并产生诸如愤怒

和仇恨等强烈情绪，支持政府进攻性政策或者行为。③ 另外，严重威胁会强化民族中

心主义和对外族的排斥行为，④从而促使民众选择强有力的政府推行果断措施来回应

威胁。⑤

第二，增长弹性。 威胁认知的变化因不同的主体和客体存在明显的弹性系数差

异。 比如，在国际社会中，当一国发现另一国的权力快速增长时，容易产生威胁认

知。⑥ 但是，就主体而言，对不同个体来说，即使对于同一国家的相同权力增长，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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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不同的威胁认知变化。 例如，日本军事力量的大幅增长对一国具有反日倾向的

民众而言是强烈的威胁，但对没有这种倾向的民众而言则没有或较少威胁感。 换言

之，即使在相同的权力变化的条件下，威胁认知因为主体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增长弹

性系数。 就客体而言，来自日本的权力增长可能比来自巴西的相似权力增长，对大多

数中国民众而言，更容易引发威胁感。 因此，客体不同，威胁认知变化的弹性系数也不

一样。 总的来说，快速增长（弹性系数高）的威胁认知比缓慢增长（弹性系数低）的威

胁认知更能引起强烈的情绪以及政策反应，因为快速增长的威胁通常需要迅速的反

应。 无论是对于政治精英或是普通大众，当人们的决策过程受到时间限制，并被强烈

的情绪（威胁反应）所支配时，他们的理性包括逻辑和利益判断往往无法充分展开，具

有煽动性的政策就容易获得支持。①

第三，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对某事物威胁认知的同质性。 前面两个维度属于个

体范畴，同质性则属于群体范畴。 在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基层民众，甚

至他们内部的各种亚群体，在面对同一个国家时往往会有不同的威胁认知。 当内部分

歧较大时，其政府对敌国采取直接冲突政策的可能性会降低，这是因为内部意见的差

异会增加冲突性政策的成本和风险。 在现有的冲突理论模型中，如预期效用理论（ｅｘ⁃

ｐｅｃｔｅｄ 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和理性选择模型（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②决策者往往都是独立

做出决定。 然而，在现实情况中，决策者在做出重大的冲突性政策之前，往往通过各种

方式与社会政治精英以及普通民众进行交流甚至讨论（虽然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交

流的方式和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动员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以获得足够的资源。

所以，当社会内部反对的声音越多越大时，推行的成本和风险就会越高。 相反，如果不

同群体对该国的威胁感知具有强烈的一致性或者共识，就会加强决策者采取对抗性政策

的决心。 因此，社会群体之间威胁认知的同质性也是影响冲突性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理论与假设

（一）权力作用于威胁认知的机制

在国际关系中，一国的权力变化影响另一国民众威胁认知的机制非常复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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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变化国家（信息源）的信息展示是否充分，媒体（媒介）的引导是否具有倾向性以

及受众（信息接收者）本身的意识形态等。 但是，为了使本研究更加简洁明确，我们仅

仅聚焦权力变化与威胁认知这两个变量。 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在本研究中分为

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 就民众而言，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的经贸“威胁”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美的贸易赤字可能对美国国民经济带来风险，中国持有大量

美国国债可能对美国政府金融安全造成风险。 第二，中美产业和科技竞争（或者在美

方看来所谓“不公平的竞争”如市场非对等开放等）可能导致美国产业竞争力削弱，致

使就业机会流向中国或者相关产业收入降低。 第三，最高层次的“威胁”是中国经济

发展模式对美国现有社会—经济模式造成挑战。 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对美国的“军

事威胁”包括中国在南海、台海、朝核和伊核等问题上的“挑战”，中国军队的信息作战

能力增强对美国网络安全的“威胁”等。 更深层次的“威胁”是中国对美国所主导的东

亚安全秩序的挑战。 上述“经济 ／军事威胁”虽然有关联，但具有相对独立的形成和变

化机制，因此以下讨论会区分两者。

随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强，中美的实力差距缩窄，这种变化如何影响美国

民众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威胁”认知？ 现有的研究发现，当个体认为本国在与他国

的权力对比中处于劣势，威胁认知就会倾向于增强。① 这种效应可以从现实主义理论

中得到解释：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下，谁也不能保证今天的朋友不会成为明天的

敌人。② 因此，权力的劣势意味着受到威胁的可能性上升。 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中国

相对权力的增长意味着中国的“威胁”能力更强，美国受到“中国威胁”的可能性以及

可能的损失程度都会上升。 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竞争日趋激

烈的背景下，尽管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内化了这种零和博弈思维，但许多人或多或少

地接受了两国竞争的观念。 基于此，本文首先建立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 １ａ：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相比）越强，他们对“中国经济威

胁”的认知越强。

假设 １ｂ：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越强，他们对“中国军事威

胁”的认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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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Ｎａｄｉｍ Ｎ． Ｒｏｕｈａｎａ ａｎｄ Ｓｕｓａｎ Ｔ． Ｆｉｓｋ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Ａｓｙ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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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ｐｐ．４９－８１； Ｄａｖｉｄ Ｌ．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ａｎｄ Ｇａｒｃｉａ⁃Ｒｅｔａｍｅｒｏ Ｒｏｃｉｏ，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ｐｐ．７４４－７７１； Ｗａｌｔｅｒ Ｇ．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ｃｉ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Ｂｌ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Ｖｏｌ．２８， Ｎｏ．９，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２４２－１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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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与威胁认知正相关的背后，权力对威胁认知的具体作用机制比上述简单的

现实主义逻辑要复杂得多，应该存在多个间接作用机制，也就是存在中介变量的中介

作用。 中介作用是社会学和心理学广泛使用的统计方法，是指自变量（如权力变化）

对因变量（如威胁认知）的影响通过中介变量来实现。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父亲的社

会地位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 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可能是通过父亲提

供给子女的各种学习条件（中介变量）来实现的。 社会地位较高的父亲提供给子女的

学习条件可能会更好，因而子女的学业表现可能更优秀。 揭示中介效应的意义在于解

释变量之间为什么会存在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如何发生。 相应地，如果能够控制中介变

量，自变量（权力）对因变量（威胁认知）的作用机制可能得到抑制或者控制。

在零和博弈的背景下，权力的变化是否引起威胁认知需要通过两个关键的认知途

径：一是信心，即个体认为自身是否能够承受权力竞争；二是可能性，即权力冲突是否

真的会发生。 就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对美国民众的“经济威胁”认知的作用机制来说，

存在两个关键的中介变量：美国民众对自身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和对中美关系走势

（即冲突）的判断。

对美国民众来说，中国经济权力增强包括相对趋势和相对地位两个方面。

其一，就相对趋势而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相对于美国的增长趋势就越明

显。 这种趋势会影响美国民众对本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判断（即信心），进而影响他们

对“中国经济威胁”的看法。 具体地说，当他们觉得中国经济发展越快，他们越有可能

认为经济发展机会未来会流向中国，同时也会打击他们对美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信

心，造成他们对美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忧虑。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美国民众对美国经济

未来走势的判断大多来自对美国内部因素的考虑，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国家间的相

互比较特别是与美国地位相近国家比较的影响。 当中国经济被冠以各种“速度”，无

论基础设施或者技术发展都“奋起直追”时，会引发他们对本国经济未来的忧虑。 而

对未来的信心变化极易引起威胁认知的变化。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对自身未来有良好

预期的个体往往威胁认知较低，因为他们更加自信。 但自我预期较悲观的个体，其威

胁认知通常更高，因为他们容易缺乏安全感，对外界的不利变化更加敏感。① 对权力

转移的历史研究也发现，当霸权国发现自己的相对权力有下降的趋势时，尽管真正的

权力转移未必已经实现，其领导人仍会产生强烈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并通过发起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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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如预防性战争来应对。①

其二，就可能性而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将负面影响美国民众对两国未来关系走

向的判断，认为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增强，从而造成威胁认知上升。 当中美经济差距较

大的时候，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会明显改变他们对中美关系前景的看法。 但是当中

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民众对中国已经具有明确的竞争意识，且不

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有关国际结构张力的宣传如“修昔底德陷阱”等的影响，则会认为

中国经济实力如进一步发展，两国争夺资源和市场的零和博弈会更加激烈，未来冲突

会更多，而对未来冲突的预期会增强他们的威胁认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

两个假设。
假设 ２ａ：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判断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中国经济威胁”之间

起中介作用，即当美国公众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越强，他们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判

断越是倾向于负面，对中国的“经济威胁”认知上升。

假设 ２ｂ：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的判断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中国经济威胁”之间

起中介作用，即当美国公众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越强，他们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的判

断越是倾向于负面，对中国的“经济威胁”认知上升。
就中国的军事实力对美国民众军事威胁认知的作用机制来说，中国军力的增长不

会在短期内动摇美国民众对本国军事实力的信心。 一方面，中国在军事领域的相对增

长趋势并不明显，美军军费开支和增速始终遥遥领先；②另一方面，美国在军事实力上

具有绝对领先地位，中美在军事能力方面的差距明显，而且本研究的数据显示美国民

众也清楚地了解这一点。③ 但是，中国军力增长会通过上述第二个途径，即判断权力

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影响威胁认知。 对可能性的判断一方面来源于对零和博弈的国际

安全结构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对中国进攻性意图的猜测。 与经济相比，军事领

域更加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 中国的军事实力虽然不具有优势，但具有挑战美国区域

安全的能力。 中国军事实力增长会增强美国民众对中美两国在南海、台海以及东北亚

等地区竞争加剧的预期，让他们判断两国关系变差，导致威胁认知升高。 此外，中国军

事实力的增强还会通过催生美国民众对中国具有进攻性意图的猜测来影响他们的威

胁认知。 伴随中国军事实力增长，霸权国美国不可避免地怀疑中国的动机或者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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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 Ｄｏｒ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ｓ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４， Ｎｏ．４， １９８０， ｐｐ．９４７－９６５．

具体数据可参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各国军事开支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ａｒｃｈｉｖｅ．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１００－
３２８０７２１２３ ／ ｈｔｔｐ： ／ ／ ｍｉｌｅｘｄａｔａ．ｓｉｐｒｉ．ｏｒｇ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结果显示超过 ５０％的民众认为美国比中国军事实力强，仅 １５％认为中国更强。



正主义意图（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而这种判断又会强化两国未来冲突的预期，导致

威胁认知上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 ３：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的判断在中国的军事实力与“中国军事威胁”之间起

中介作用，即美国公众越是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变得强大，他们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

的判断越是倾向于负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认知随之上升。

（二）权力如何影响威胁认知的增长弹性和群体间同质性

权力转移理论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冲突多在两者权力持平期间爆发？ 主

导国为什么不采取预防性手段，而崛起国为什么不等到权力转移结束？ 现有的历史研

究发现霸权国在这段时间往往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威胁认知），导致过度的军事

反应甚至大规模战争。① 威胁认知为什么在此期间突然上升？ 哪些人的威胁认知增

长得特别快？

强烈的威胁认知来源于主导国社会内部各派别在此期间对崛起国的威胁产生强

烈共识，而共识的形成则与原先温和的派别在两国进入权力持平期后对崛起国的态度

出现逆转有关。 当崛起国实力处于明显劣势时，主导国社会（包括精英阶层）内部不

同派别对它的态度容易产生分歧。 一方面，有些派别由于利益或者意识形态冲突对崛

起国态度强硬。 “强硬派”认为崛起国充满威胁且很少与之合作，美国内部反共产主

义的宗教群体、蓝领工人阶层和军方的鹰派属于“强硬派”。 但是，有些派别对崛起国

的态度则相对温和，他们要么意识形态立场相对缓和，要么从与崛起国的合作中获得

利益，在中国投资和依靠中国市场的美国产业和金融资本阶层以及某些对中国理解和

友好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都是典型的“温和派”。 “温和派”凭借主导国的权力优

势，对崛起国产生暂时的伙伴意识，认为双方可以合作共赢。② 但是，当崛起国实力上

升并接近主导国时，双方由合作变为竞争，从前的伙伴逐渐变成对手，这些“温和派”

的威胁认知此时就会迅速上升。 反观“强硬派”，由于他们对崛起国的威胁认知已经

相当高，此时受到权力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因而威胁认知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 换

句话说，“温和派”的威胁认知随权力变化增长的系数要高于“强硬派”。 随着两国实

力逐步靠近，竞争日趋激烈，最后两派的威胁认知将会趋于一致，从而导致主导国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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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多兰和帕森斯通过分析 １８１６—１９７５ 年九个主要霸权国家的权力变化周期时发现，每个霸权国权力都会

经历上升、成熟和衰落等几个阶段，在链接每个阶段的关键点（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霸权国会因为内部或者外部因

素产生强烈的威胁认知，从而影响对外政策。 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 Ｄｏｒ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ｓ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ｐｐ．９４７－９６５。

有关不同社会阶层对外国看法的差异，可以参见庞琴、罗仪馥：《全球化与国家对外经济影响力———基于

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社会经济学分析》，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４—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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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要派别对崛起国的威胁认知出现共识。

在本研究中，美国对中国“经济 ／军事威胁”认知基本遵循这一发展路径。 就“经

济威胁”而言，由于产业与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由产业阶层所划分的不同群体的变

化尤为典型。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前，中国产业基本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而美国

处于上游。 美国的产业资本在中国投资，雇用相对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并在中国市场获

得可观的利润。 这些资本阶层包括跨国公司的领导、管理和技术人员等高收入群体，

相对来说对中国具有强烈的伙伴意识，在各种对华事务上持温和立场。 但是，由于美

国产业工人阶层与中国工人存在就业岗位的竞争，其代理人在涉华问题上立场强硬。

然而，随着本土企业逐步实现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开

始上升，中国企业逐步在本土和国际市场上对美国企业构成明显竞争。 另外，中国的

金融资本加速在美国投资，仅 ２０１６ 年中国在美投资就增至上一年的三倍，收购了大量

的美国技术企业。① 这些企业的技术有利于增强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竞争力。 受到

竞争威胁的那些原本对华立场温和的美国社会阶层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改变。② 他们

开始抱怨中方的“强制性知识产权转移”“市场准入限制”“政府补贴”和“网络技术入

侵”等问题，并以此为理由要求政府对华施压。③ 这些所谓问题其实一直存在于中美

经贸关系领域，只是竞争的加剧促使高收入的资本阶层对上述问题的忧虑迅速上升。

在当前情况下，资本阶层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增长弹性系数高于原先威胁认知较强

的低薪工人阶层，两者目前逐渐形成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联盟”。 正如美国财政部

前部长亨利·保尔森（Ｈｅｎｒｙ Ｐａｕｌｓｏｎ）所说，美国内部正在形成共识———中国的快速

发展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利益。④ 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 ４：产业阶层调节对中国经济实力认知与“中国经济威胁”认知之间的关系，

两者的正向关系在高收入的资本阶层比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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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Ｃｈａｍ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ｍｃｈａｍ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 ｐｏｌｉ⁃
ｃｙ－ａｄｖ－ｃａｃｙ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 ２０１６－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Ｇｉｌｌｉａｎ Ｔｅｔｔ， “Ｕ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ｔｓ Ｔｕｎ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ａ４７ｅ－５ｆ２－
７１ｂ５－１１ｅ９－ｂｆ５ｃ－６ｅｅｂ８３７５６６ｃ５，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Ｎｅｗ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ｃｏｍ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１８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ｎｅｗ－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ｉ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 Ｌａｒｄｙ， “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ｆｔ？”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ＰＩＩ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ｉｉｅ．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ｗａｔｃｈ ／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ｃ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ｆｔ，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４ 日。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Ｈｅｎｒｙ Ｍ． Ｐａｕｌｓ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ａ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Ｐａｕｌ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ａｕｌｓ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６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ｂｙ－ｈｅｎｒｙ－ｍ－ｐａｕｌｓｏｎ－ｊｒ－ｏｎ－ｔｈｅ－ｕｎ－
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ａｔ－ａ－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就“军事威胁”而言，在对华态度上的不同群体如遏制派（鹰派）和接触派（鸽

派）的变化比较典型。 以美国上层的政治经济精英集团为例，遏制派主要是美国军

方和武器制造商等利益集团，它们一直对中国持有较强的威胁认知，并从“中国威胁

论”中获益；接触派主要是美国外交部门中希望通过与中国“接触”合作解决东亚安

全和区域秩序问题的官员以及部分对华友好的学者等。 随着中国军事实力增强，中

美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南海、台海等地区的安全利益冲突升级，同时两国在地缘战略

方面如“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的摩擦升温。 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军事行为往往

被解读为挑战美国的战略和军事安全。 双方合作空间收缩，接触派的温和政策所指

向的合作收益预期降低，导致他们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敏感度迅速上升，换句话说，

接触派的威胁认知增长弹性系数反而比遏制派更高，因此，两派逐渐在对华态度上

变得日趋一致。 以往对中国态度较为温和的前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前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 Ｓｕｓａｎ Ｓｈｉｒｋ）以及华盛顿大学教授沈

大伟（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兰普顿（Ｄａｖｉｄ Ｌａｍｐｔｏｎ）

等人都撰文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临界点，美国需要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① 前国务

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指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② 在威胁

共识的基础上，美国国防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发布《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明确将大国

竞争包括“中国威胁”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③ 尽管上述案例主要来自

美国政治和学术精英，但是这种持不同对华态度的群体在中美军事实力变化的条件

下，产生不同的威胁认知增长系数的模式在美国的普通民众层面也应该存在，而且

民众层面的变化对于美国的对华军事政策也会产生影响。 另外，考虑到数据中没有

提供精确的职业等信息来分辨精英和民众，为了验证上述分析，本文以“民众对华态

度”作为基础分类变量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 ５：对华态度（接触或者遏制）调节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军事实力认知与他们对

“中国军事威胁”认知之间的关系，两者的正向关系在“对中国持接触态度”的民众比

“对中国持遏制态度”的民众中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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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权力变化与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认知


①
②

③

赵明昊：《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载《美国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２６—４８ 页。
Ｏｗｅｎ Ｃｒａｎｅ， “Ｗａｔｃｈ Ｏｕ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ｔ Ｒｕｓｓｉａ， Ｓａｙｓ Ｆｏｒｍｅｒ Ｕ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ｖｉｓ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０５ ／ ｗａｔｃｈ－ｏｕｔ－ 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ｎｏｔ－ｒｕｓｓｉａ－ｓａｙｓ－ ｆｏｒｍｅｒ－ｕ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ａｒ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ｄｇ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ｓ ／ ２０１８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Ｄｅｆｅｎｓｅ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ｕｍｍａｒｙ．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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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来源及测量

（一）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选择芝加哥国际公共关系委员会民意调查（ＣＣＳ）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① 芝加哥委员会对“中国威胁”认知态度的调查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７０ 年代已有对中国问题的调查），之所以仅选择该年度的截面数据是因为

ＣＣＳ２０１６ 年的问卷将中国的“威胁”分为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这对于验证本研究前

述假设非常重要，而其他年度（除 ２０１５ 年以外，包括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都没有区分，

而且该年度问卷同时提供了有关中美权力对比的问题，契合本研究的需要。 另外，虽

然 ２０１６ 年中国的 ＧＤＰ 大约为美国的 ６０％，②未达到前文所说的 ８０％的权力持平标

准，然而 ２０１６ 年中国以购买力平价（ＰＰＰ）计算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 相关数据

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公众对中美两国权力变化的认知。 ＣＣＳ２０１６ 年度调

查于 ６ 月 １０—２７ 日进行，通过基于地址分布和随机拨号相结合等概率抽样方法选取

全美境内 ３５８０ 名美国民众，回收 ２２４４ 份调查问卷（回应率为 ６３％），扣除 １８３ 份不合

格问卷，最终获得 ２０６１ 份有效问卷，总体抽样误差是±２．３８％。

（二）变量的定义及测量

以下分别介绍各变量的测量问题、量表（由于大部分原有量表编码顺序混乱，我

们都依据研究需要重新编码，具体见下文）和编码操作以及均值。

１．因变量

（１）中国的“经济威胁”：“你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何种程度上对美国未来十年

的重大利益造成威胁？”１＝不重要的威胁，２ ＝重要但不严峻的威胁，３ ＝严峻威胁（该

量表对原来的回答按照威胁程度重新编码），变量均值为 ２．２２。

（２）中国的“军事威胁”：“你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何种程度上对美国未来十年

的重大利益造成威胁？”１＝不重要的威胁，２ ＝重要但不严峻的威胁，３ ＝严峻威胁（该

量表对原来的回答按照从威胁程度重新编码），均值为 ２．３０。

２．自变量

（１）中美经济实力对比：“现在，你认为哪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更强？”１ ＝美国更强，

·３８·



①

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中的数据，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ｃｏｕｎ⁃
ｃｉｌ．ｏｒｇ ／ ｉｓｓｕ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ｄａｔａｍａｐｐｅｒ ／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 ＷＥＯ，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 日。



２＝中美一样强，３＝中国更强，变量均值为 ２．０５。

（２）中美军事实力对比：“现在，你认为哪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更强？”１ ＝美国更强，

２＝中美一样强，３＝中国更强，变量均值为 １．６３。

３．中介变量

（１）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判断：“想一想现在还是孩子的下一代美国人，按照现

在的发展趋势，你认为他们在未来会比现在工作的成年人过得如何？”１ ＝过得更差，

２＝一样，３＝过得更好，变量均值为 １．５２。

（２）对中美关系走势的判断：“你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会如何？”１ ＝恶化，２ ＝差

不多，３＝改善，变量均值为 １．６９。

４．调节变量

对于假设 ４ 中的产业阶层变量，由于本数据库中缺乏对受访者职业的调查，我们

只好以收入来衡量受访者阶层。

（１）家庭收入水平：从“低于 ５０００ 美元”到“超过 １７．５ 万美元”分为 １９ 个等级。

由于原有编码等级过多，为了检验收入阶层的调节作用，我们将量表简化：１ ＝ ２．５ 万美

元以下（低收入阶层），２＝ ２．５ 万美元至 １０ 万美元（中等收入阶层），３ ＝ １０ 万美元以上

（高收入阶层），①均值为 ２．１９。

（２）党派：１＝共和党，２＝民主党，３＝独立党派，４ ＝其他（由于“其他”选项人很少，

笔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将其忽略）。

（３）对华军事态度：“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中，美国应该更加注重哪方面？”１ ＝

与传统盟国韩国和日本建立稳固的关系，即使会损害中美关系（遏制派），２＝与中国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即使会损害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接触派）。

５．控制变量

（１）性别：０＝女性，１＝男性，均值 ０．５０。

（２）年龄：其实际年龄即为该变量数值，均值 ５１．５８。

·４８·

　 中美权力变化与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认知


①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 ２０１６ 年数据，家庭平均年收入的中位数是 ５７６５２ 美元，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ｔｍｌ？ ｑ ＝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 ｉｎｃｏｍｅ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ｇｅ ＝ １＆ｓｔａｔｅＧｅｏ ＝ ｎｏｎ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ｙｐｅ ＝ ｗｅｂ＆ｃｓｓｐ ＝
ＳＥＲＰ＆＿ｃｈａｒｓｅｔ＿＝ＵＴＦ－８，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根据皮尤中心的数据，美国家庭（如以两人计算）收入处

于 １１０７０６ 美元以上为高收入阶层，收入低于 ２６０９３ 美元为低收入阶层。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节点是因为样本中相

当比例为家庭中仅一人或者两人。 事实上，本研究也采用过三人家庭收入节点作为分隔点，１ ＝ ４ 万美元以下（低
收入阶层），２＝ ４ 万—１２．５ 万美元（中等收入阶层），３＝ １２．５ 万美元以上（高收入阶层），发现采用这种分类法与正

文分类法在下文的统计分析结果基本无差别。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ｆａｃｔ－ ｔａｎｋ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６ ／ ｔｈｅ－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ｉｓ－ｓｔａｂｌｅ－ｉｎ－ｓｉｚｅ－ｂｕｔ－ｌｏｓ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ｔｏ－ｕｐｐｅｒ－ｉｎｃｏｍｅ－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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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受教育水平：从“１＝没有正式教育”到“１４ ＝职业或博士学位”，分为 １４ 个等

级，均值 １０．４３。

（４）居住地：１＝城市，２＝市郊，３＝农村，均值 １．８５，城市人口偏多。

（５）意识形态：从“极端自由”到“极端保守”分为 ７ 个类别，我们简化为 １＝保守主

义（含极端和有点），２＝中立，３＝自由主义（含极端和有点），均值 １．８８，保守主义偏多。

（６）族裔：１ ＝非西班牙裔白人，２ ＝非西班牙裔黑人，３ ＝非西班牙裔其他，４ ＝西班

牙裔，５＝非西班牙裔混血，均值 １．５７，其中非西班牙裔白人占多数，达到 ７４．５８％。

五　 研究结果

（一）权力与威胁认知的关系

为了验证假设 １ａ 和 １ｂ（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经济 ／军事实力越强，他们对“中国

经济 ／军事威胁”认知就越强），我们建立了两组模型，分别以经济 ／军事实力为自变

量，“经济 ／军事威胁”认知为因变量，并控制相关变量，①结果见表 １。 其中，模型 １ 和

模型 ３ 没有纳入自变量，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则纳入了自变量，结果显示美国民众认为中

国经济实力越强，“经济威胁”认知则越强（β ＝ ０．０８６，ｐ＜０．００１），而中国军事实力同样

会显著正向影响“军事威胁”认知（β＝ ０．１２４，ｐ＜０．００１），从而假设 １ａ 和 １ｂ 均得证。 在

两组模型中，权力变量的加入都显著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度，且基本没有改变其他控制

变量的显著性，这说明权力在解释威胁认知变化中具有相对独立的解释力，是一个基

础性变量。 另外，军事实力的系数更高说明军事实力的作用更加显著。 事实上，“维

持对华实力优势”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这可以从特朗普本人的多次

讲话中体现出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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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就对于某国的威胁认知而言，对该国的情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为了控制情感因素，同时降低模型

中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将变量“情感温度计”（对中国的好感度）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得出的结果与现在

的结果基本没有差异，经济实力系数（β＝ ０．０８７，ｐ＜０．００１）和军事实力系数（β ＝ ０．１２６，ｐ＜０．００１）与目前只有微小

的差异（见表 １）。 这个结果就证明了情感与经济 ／ 军事实力是分别且几乎独立地作用于威胁认知。 之所以没有

把情感变量放入表 １ 的模型 １—４ 中，是因为该变量存在大量的缺失值。 由于该变量的加入，整个模型的有效观

测值大幅度下降，对后面的中介模型和调节模型的稳定性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比如 ５Ｇ，特朗普强调美国“必须赢得 ５Ｇ 竞赛”，不容许中国超越美国。 参见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ｔｏ ５Ｇ Ｉｓ ａ Ｒａ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ｕｓｔ Ｗｉ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Ｓａｙｓ ａｓ ＵＳ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ＭＰ， Ａｐｒｉｌ １３， ２０１９。 在军事领域，２０１８ 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就以

“增加美国的军事比较优势”为题，指出“维持在地区的联合力量优势”以及“保持在印太地区的有利军事均势”是
国家国防战略的目标。 参见“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ｄ．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ｓ ／ ２０１８－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ｕｍｍａｒｙ．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表 １　 经济 ／军事实力对威胁认知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因变量 “经济威胁” “经济威胁” “军事威胁” “军事威胁”

自变量

中国经济实力
０．０８６∗∗∗

（０．０１８）

中国军事实力
０．１２４∗∗∗

（０．０２１）

控制变量

性别
－０．１０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９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１）

年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９）

受教育水平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意识形态
－０．１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１１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９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３）

家庭收入水平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是否居住在城市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４）

族裔（基准组为非西班牙裔白人）

非西班牙裔黑人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９）
０．１９４∗∗

（０．０６０）
０．１９１∗∗

（０．０５９０）

非西班牙裔其他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７１）

西班牙裔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６）

非西班牙裔混血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９５）

０．１６７
（０．１０２）

０．１７２＃

（０．１０１）

党派（基准组为共和党）

民主党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６）

独立党派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０）

常数
２．５１１∗∗∗

（０．１２４）
２．２８６∗∗∗

（０．１３４）
２．４７４∗∗∗

（０．１２３）
２．２２２∗∗∗

（０．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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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因变量 “经济威胁” “经济威胁” “军事威胁” “军事威胁”

观测个案数 １５４７ １５１４ １５６０ １５３５

Ｒ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８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０。

（二）权力作用于威胁认知的中介机制检验

为了验证假设 ２ａ 和 ２ｂ（对美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判断和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的判

断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中国经济威胁”之间起中介作用）以及假设 ３（对中美关系未

来走势的判断），本文采用路径分析结合偏差校正（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的方法对上述两组假设

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①

１．“经济威胁”的中介机制检验

首先，我们以模型 ２ 为基础，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检验自变量中国经济

实力对因变量“中国经济威胁”的总效应，发现路径系数显著（见图 １ 和表 ２） ，然

后在模型中加入两个中介变量“经济未来”和“中美关系” ，进一步分别检验自变

量到两个中介变量以及中介变量到因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是否显著，结果表明所

有路径系数均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见图 １ 和表 ２，表 ２ 仅报告中介路径系数，

控制变量结果见表 ３） 。 由于中介效应估计值通常不是正态分布，因此我们采用

偏差校正方法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我们使用 Ｍｐｌｕｓ ８．０ 软件设定抽取

２０００ 个偏差校正样本，如果偏差校正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则说明参数估

计值显著；反之，则说明参数估计值不显著。 如表 ２ 所示，“经济未来”和“中美关

系”的中介效应的 ９５％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０，因此两个中介效应都显著。 其中“经

济未来”和“中美关系”占总间接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４６．７％和 ５３．３％，“中美关系”

的中介效应稍强。

·７８·



① 检验中介效应最早的方法是鲁本·巴伦和戴维·肯尼于 １９８６ 年提出的逐步依次检验法，但近年来受到

质疑，本文使用目前普遍认为检验力更强的偏差校正法并结合 Ｓｏｂｅｌ Ｔｅｓｔ 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有关中介检验

方法的发展，可以参见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载《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７３１—７４５ 页。



表 ２　 “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简单模型 中介模型

Ｂ Ｂ 间接效应

ｃ ｃ ａ ｂ ａｂ ９５％ ＣＩ

“经济威胁”

经济实力—“经济威胁” ０．０８６∗∗∗

经济实力—经济未来—
“经济威胁” ０．０７４∗∗∗ －０．１２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０．０１６）

经济实力—中美关系—
“经济威胁”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０．０１４）

Ｒ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９２∗∗∗

“军事威胁”

军事实力—“军事威胁” ０．１２４∗∗∗

军事实力—中美关系—
“军事威胁”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６∗∗∗ －０．１８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９，０．０２７）

Ｒ２ ０．０８８∗∗∗ ０．１２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Ｂ 表示非标准化的参数。 其中 ｃ 表示未加入中介变量的模型中，自变量对于因变量影响的

总效应；ｃ 表示中介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直接效应；ａ 表示自变量对于中介变量的影响；ｂ
表示中介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ａｂ 表示自变量经由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
９５％ＣＩ 表示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９５％的置信区间；Ｒ２ 表示模型对于结果变量变异的解释率。∗∗∗ｐ＜０．００１，∗∗ｐ＜
０．０１，∗ｐ＜０．０５。

图 １　 经济实力对“经济威胁”的中介路径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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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军事威胁”的中介机制检验

与上述步骤类似，首先，以模型 ４ 为基础，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本文检验自

变量军事实力对因变量“军事威胁”的总效应，发现路径系数显著（结果如图 ２）。 然

后在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中美关系”，进一步检验“军事实力”到“中美关系”以及

“中美关系”到“军事威胁”之间的路径系数是否显著，结果表明所有路径系数均达到

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见图 ２ 和表 ２，控制变量的结果见表 ３）。 最后，我们使用 Ｍｐｌｕｓ ８．

０ 抽取 ２０００ 个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样本（见表 ２ 所示）“中美关系”的中介效应的 ９５％置信区间

不包含 ０，因此中介效应显著。 另外，根据计算，“中美关系”占总效应（直接效应与

间接效应之和）的比例达到 ２４．９％，可以认为是“军事威胁”形成的一个关键机制。

该中介作用机制的一个明显案例是 ２０１８ 年美国国防部推动国会拨款购买更多的军

事装备以抗衡中国军力增强，提出的理由就是中美之间由于政治制度无法兼容导致

两国冲突不可避免。①

图 ２　 军事实力对“军事威胁”的中介路径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 ３　 中介模型检验结果（控制变量部分）
“经济威胁” “军事威胁”

经济发展 中美关系 “经济威胁” 中美关系 “军事威胁”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９∗

性别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７２∗

·９８·



① Ｄｏｎ Ｌｅｅ，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ｉｆ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１８．



续表 ３
“经济威胁” “军事威胁”

经济发展 中美关系 “经济威胁” 中美关系 “军事威胁”

意识形态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１ －０．１０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８２∗∗∗

家庭收入水平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１

是否居住在城市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６

族裔（基准组为非西班牙裔白人）

非西班牙裔黑人 ０．１６４∗ ０．２３２∗∗∗ ０．０６４ ０．２３８∗∗∗ ０．２３１∗∗∗

非西班牙裔其他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１１

西班牙裔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４

非西班牙裔混血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４∗ ０．０２１ ０．２５９ ０．２０２＃

党派（基准组为共和党）

民主党 ０．０９５ ０．１８４∗∗∗ ０．０２７ ０．１８４∗∗∗ －０．０１２

独立党派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５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三）相关变量对权力与威胁认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了验证假设 ４ 和假设 ５，本文建立了两个调节作用模型。 第一个以中国经济实

力为自变量，收入作为调节变量，中国的“经济威胁”作为因变量（对于假设 ４ 中的产

业阶层变量，由于本数据库中缺乏对受访者职业的调查，笔者只好以收入来衡量受访

者阶层）。 第二个以军事实力为自变量，对华军事态度作为调节变量，中国的“军事威

胁”作为因变量。 考虑到自变量和因变量均是三分变量（即问卷中仅有三个答案供选

择），且调节变量“对华军事态度”是简单的二分变量（问卷中仅提供两个答案即“遏
制”和“接触”供选择），其分布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正态性，笔者同时采用偏差校正法

检验调节效应的显著性，其结果见表 ４。
在“经济威胁”模型中，为了检验收入的调节作用，本文纳入收入与经济实力的交

互项，同时采用 ２０００ 次的偏差校正方法，获得相关系数的置信区间。 结果见表 ４ 所

示，收入与经济实力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β ＝ ０．１１３，ｐ＜０．００１），且偏差校正方法所获

得的 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３８，０．１８９），不包含 ０。 这表明收入对经济实力与“经济威

胁”之间的正向关系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即不同收入人群中两者关系存在显著不同。
为了更好地判断究竟两者的关系在高收入和低收入组别存在什么差异，本文用简单斜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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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因变量 “经济威胁” ９５％ＣＩ “军事威胁” ９５％ＣＩ

自变量
中国经济实力 －０．１９６∗∗ （－０．３７４，－０．０２７） — —

中国军事实力 — — －０．０３５２ （－０．２３１，０．１３９）

交互项
收入×经济实力 ０．１１３∗∗∗ （０．０３８，０．１８９） —

对华军事态度×军事实力 ０．１１２＃ （－０．０２２，０．２４２）

控制变量

年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０．００８）

受教育水平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７，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１，０．０２１）

性别 －０．１１０∗∗ （－０．１９８，－０．０２２） －０．０７５ （－０．１６８，０．０２３）

意识形态 －０．１２３∗∗∗ （－０．２０４，－０．０６０） －０．０６９∗ （－０．１３２，０．００３）

家庭收入 －０．１８４∗∗ （－０．３５５，－０．０２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８，０．０７６）

对华军事态度 －０．０７６ （－０．１７６，０．０２２） －０．３３０∗∗ （－０．５５６，－０．０９５）

居住地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６，０．１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０，０．０８５）

族裔（基准组为非西班牙裔白人）

非西班牙裔黑人 ０．０３２ （－０．１５５，０．２０１） ０．１８６＃ （－０．０３４，０．３８９）

非西班牙裔其他 －０．０７１ （－０．２９７，０．１３９） －０．０６１ （－０．２７５，０．１３５）

西班牙裔 －０．００７ （－０．１８４，０．１４９） ０．０５４ （－０．１０５，０．２１６）

非西班牙裔混血 －０．０５８ （－０．２９７，０．１６４） ０．０２９ （－０．２５１，０．３０３）

党派（基准组为共和党）

民主党 ０．０２ （－０．１１８，０．１８１） －０．０３３ （－０．１８２，０．１０５）

独立党派 －０．０１ （－０．１２７，０．１０７） －０．０４６ （－０．１６５，０．０６２）

常数 ２．７８４∗∗∗ ２．４７３∗∗∗

个案数 ７２５ ７５０

Ｒ２ ０．０９ ０．０９２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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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析检验调节效应模式（如图 ３），结果显示：在高收入组（即高于均值一个标准

差），认为中国经济实力越强，其“经济威胁”感越强（ｓｉｍｐｌｅ ｓｌｏｐｅ ＝ ０．１０２，ｐ＜０．００１）；

在低收入组（即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经济实力对“经济威胁”认知无明显影响（ｓｉｍ⁃

ｐｌｅ ｓｌｏｐｅ ＝ ０．００２，ｐ＝ ０．９４８）。 图中显示在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弱的条件下，高收入组的

威胁认知要低于低收入组，但是其威胁认知增长斜率较高，即增长系数更高。 因此，在

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强的条件下，高收入组对威胁的认知就要显著高于低收入组，假设

４ 得证。

美国产业资本阶层快速上升的威胁认知可以从美国在华企业对华态度转变中窥

见端倪。 ２０１０ 年以来，由于一批中国本土企业快速崛起并对外资企业构成明显竞争

以及中国政府各种旨在终结外资“超国民待遇”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税费制度改革

措施，美国在华企业对华态度发生明显改变。 根据美国在华商会（ＡｍＣｈａｍ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年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调查，①美国在华企业业务营收实现增长的比例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８１％下降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５８％，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有所恶化”的企业从 ２０１２ 年

仅为 １９％上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１％，８１％的企业认为外资企业不如以往受欢迎。 上述数

据表明原本在中国投资获利丰厚的美国产业阶层明显认为盈利减少而竞争增强，解释

了其威胁感知为何上升。

图 ３　 收入对经济实力—“经济威胁”调节作用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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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Ｃｈａｍ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ｍｃｈａｍ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ｄｖ－ｃａｃｙ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 ２０１６－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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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威胁”模型中，为了检验对中国军事实力变化的态度的调节作用，本文加

入了态度与军事实力的交互项（见表 ４）。 本文也同时采用 ２０００ 次的偏差校正方法，

获得相关系数的 ９５％置信区间。 结果显示，该交互项系数边缘显著 （ β ＝ ０． １１２，

ｐ＜０．１０），其 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２２，０．２４２），虽然区间包含 ０，但是左侧区间临界

值与 ０ 非常接近，可以认为此交互效应对于“军事威胁”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本文认

为之所以出现显著度不是很高的情况，可能是由于调节变量“对华军事态度”是二分

变量，简单地将受访者分为“接触派”和“遏制派”，提供的态度信息偏少，无法表征受

访者在相关态度上的程度差异，不足以显示出变量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预测作用受到

限制。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笔者采用蒙特卡洛（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反向模拟的方法，对该模

型依次进行迭代 １００ 次的蒙特卡洛模拟以进行结果的检验力测试（模拟过程中将“对

华军事态度”视为潜在的连续变量），分别以原模型的样本量（Ｎ ＝ ７５０）和扩大的样本

量（Ｎ＝ １５００）作为模拟的两种观测值条件。 结果表明，“对华军事态度和军事实力的

交互效应”对“军事威胁”的预测效应的检验力显著，且不随样本的扩大产生较大变

化，表明交互项对“军事威胁”的影响非常稳定（具体结果及解释见表 ５）。 由此笔者

推测，如果军事模型中的调节变量为多分变量，调节检验结果中交互效应的显著性可

能会上升。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 ５ 中有关军事实力和“军事威胁”之间的关系在“遏制派”和

“接触派”之间的差异，笔者进行简单斜率分析检验调节效应模式（如图 ４）。 结果显

示：对接触派来说，认为中国军事实力越强，其对华“军事威胁”的认知上升越快，斜率

图 ４　 对华军事态度对军事实力—“军事威胁”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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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ｓｉｍｐｌｅ ｓｌｏｐｅ ＝ ０．１８９，ｐ＜０．００１）；而对遏制派来说，虽然中国军事实力“威胁”认知

的作用也显著（ｓｉｍｐｌｅ ｓｌｏｐｅ ＝ ０．０７７，ｐ＜０．０５），但总体上来说斜率明显低于接触派，即

威胁认知增长系数显著低于接触派。 因此，假设 ５ 得证。 另外，图 ４ 还显示在认为中

国军事实力弱的条件下，接触派的“威胁”认知要明显低于遏制派，但是由于其威胁认

知增长系数更高，在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强的条件下，两派的“威胁”认知就出现同质化

趋势。 这印证了前文所阐述的美国政治精英和军方领导中对华“接触派”的立场转变

可以解释美国内部对华军事态度形成强硬共识的心理机制。①

表 ５　 蒙特卡洛模拟结果表

原始模型 模拟模型

Ｎ＝ ７５０ Ｎ＝ １５００

Ｂ ＡＲＢ ＭＳＥ ９５％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ＳＢ ＭＳＥ ９５％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军事实力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８ ０．９５６ ０．２１９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９５６ ０．３７６

对华军事态度 －０．３３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５ ０．９５７ 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３ ０．９３８ １

对华军事态度×军事实
力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９２９ 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９３４ １

年龄 ０．００６∗∗∗ ０ ０ ０．９５ ０．９９８ ０ ０ ０．９４６ １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５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５２ ０．０９４

性别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９ ０．９５７ ０．４０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９ ０．９５５ ０．６７１

意识形态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７ ０．９４４ ０．７４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９４９ ０．９５７

家庭收入水平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９５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９３９ ０．０５７

是否居住在城市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２ ０．９４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６ ０．９４９ ０．１２

族裔（基准组：非西班牙裔白人）

非西班牙裔黑人 ０．１８６＃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７９ ０．９５ ０．５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９４３ ０．８３２

非西班牙裔其他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９４７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４８ ０．９５ ０．１４１

西班牙裔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３ ０．９３４ ０．１２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９４８ ０．１８５

非西班牙裔混血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８ ０．９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９ ０．９４３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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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Ｄｏｎ Ｌｅｅ，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ｉｆ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续表 ５
原始模型 模拟模型

Ｎ＝ ７５０ Ｎ＝ １５００

Ｂ ＡＲＢ ＭＳＥ ９５％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ＳＢ ＭＳＥ ９５％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党派（基准组：共和党）

民主党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２ ０．９４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９５３ ０．１８９

独立党派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４ ０．９３９ ０．１７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１ ０．９５１ ０．２７５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蒙特卡洛模拟次数为 １０００ 次。 ＡＲＢ 表示相对偏差的绝对值，为模拟估计值与真实值的绝

对差异；ＭＳＥ 表示标准误估计的相对偏差；９５％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表示估计值的 ９５％置信区间包含真实值的
可能性；ｐｏｗｅｒ 表示估计值的 ９５％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 的可能性，即估计值显著的可能性。∗∗∗ ｐ＜
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六　 讨论和总结

一直以来，由于缺乏精确的调查数据，现有研究较少从心理学特别是威胁认知

的角度系统探讨大国间权力变化如何引起国际冲突。 尽管权力转移理论也强调心

理因素的作用，比如崛起国对国际秩序现状的满意程度，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崛起国

可能反而是“满意”的现状国家（ 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 ｓｔａｔｅ），因此无法较好地解释冲突发生的

动力机制。

本研究首先定义威胁认知并将其划分为三个维度：强度、增长弹性和内在同质性。

然后，通过对美国民众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态度数据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分析，得出

以下发现：第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上升，包括与美国相比的相对增长趋势和地位

的上升，通过影响美国民众对本国经济未来走势的信心以及两国冲突可能性的看法这

两种途径作用于他们对“中国威胁”的认知。 其中，对冲突可能性的判断具有更为明

显的中介作用。 第二，在中美目前的权力对比格局下，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上升引

发美国原有的“温和派”主要是产业资本阶层和军事“接触派”对“中国威胁”认知的

快速上升，其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原来的“强硬派”即产业劳动力阶层和军事“遏制

派”，结果导致原先“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差距缩小，社会群体对“中国威胁”认知的

内在一致性迅速加强，从而解释了在当今美国政治极化的条件下，各不同政治派别形

成强烈一致的对“中国威胁”共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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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现对于权力转移理论有两点启示：第一，权力转移引起冲突的心理动因机

制可以从主导国的威胁认知角度得到部分解释。 在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下，崛起国实

力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可能会打击主导国对自身未来的信心，另一方面会强化主导国对

两国必然冲突的预判，从而加速威胁认知上升。 更重要的是，在两国进入“权力持平”

时期后，主导国内部曾经的“温和派”对崛起国的威胁认知迅速上升，其内部主要派别

的威胁认知趋于同质化，缩小政策回旋的空间，容易导致冲突。① 第二，上述机制也解

释了两国冲突集中在“权力持平”期间爆发的原因。 “权力持平”期间的崛起国，相比

于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其权力增长趋势更能打击主导国的信心并强化冲突预判，而

且主导国内部威胁认知的同质化趋势也会在崛起国具有相当的挑战能力特别是与主

导国进入持平期间迅速增强。 对于弱小的崛起国，主导国内部威胁认知往往差异很

大，较难形成统一意见。 另外，进入持平期后，当主导国使用各种手段遏制崛起国如贸

易禁运和拉拢崛起国的敌人形成联盟时，崛起国对国际秩序现状的满意度就会开始下

降，即使主导国没有主动挑起军事冲突，两国冲突的可能性也会上升。 当然，上述理论

启示主要基于现阶段中美关系的案例，而且主要针对主导国，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历

史案例和经验数据才能进一步证实，这也是本研究未来深化的着眼点。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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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权力转移所造成的冲突究竟更多由霸权国还是崛起国所发动，现有经验研究没有统一结论。 有些

人认为有一部分战争是在权力转移完成以前由霸权国所发动，参见 Ｄａｎｉｅｌ Ｓ． Ｇｅｌｌ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１， １９９２， ｐｐ．１－１６； Ｄａｌｅ Ｃ． Ｃｏｐｌａｎｄ， “Ｎｅｏ⁃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 Ｎｏ．３， １９９６， ｐｐ．２９－８９；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Ｗｅ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Ｊａｃｅｋ Ｋｕｇｌ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ｕｉｌｄｕｐｓ： Ｒｅｓｏｌ⁃
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ｍｓ Ｂｕｉｌｄｕｐｓ ａｎｄ Ｗａｒ，” ｉｎ Ｊａｃｅｋ Ｋｕｇｌｅｒ 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ｍｋｅ， ｅｄｓ．， Ｐ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Ｌｅｄｇｅｒ，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ｐ．１９７－
２１０。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霸权国发动战争的记录很少，参见 Ｄａｎ Ｒｅｉｔｅｒ， “Ｅｘｐｌｏ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ｗｄｅｒ Ｋｅｇ Ｍｙｔｈ： Ｐｒｅ⁃
ｅｍｐｔｉｖｅ Ｗａｒ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Ｎｅｖｅｒ Ｈａｐｐ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２， １９９５， ｐｐ．５－３４。


